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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起草修改过程看《临时约法》的
政体选择倾向

成方晓＊

摘　要　本文考察《临时约法》的两次起草、审议修改和读会通过的曲折历程，由条文修改

过程探寻当年立法者的本意，发现《临时约法》立法过程中“改总统制为内阁制”的做法受到多

数参议员的抵制而未能成功，其最终定稿对于政体形式采用了比较模糊柔和的折衷方案。

关 键 词　《临时约法》　南京参议院　孙中山　宋教仁　总统制　内阁制

立法过程中法律条文的修改过程往往更能体现立法者的真实意图。研究《中华民国临时

约法》（下称“《临时约法》”或“约法”）所确定的政体形式的论著中，尚无对约法起草和条文修改

过程详加探究的专论。对《临时约法》立法过程记载最详的原始文献当推《参议院议事录》（下

称“《议事录》”）。〔１〕本文主要对《议事录》中记载的约法草案定稿过程和条文修改过程加以梳

理分析，发现《临时约法》从起草到审议通过的经过颇为曲折，“改总统制为内阁制”的做法受到

参议员的抵制未能成功，其最终定稿对于政体设计采用了比较模糊柔和的或可称为“议会总统

制”的折衷方案。

一、《临时约法》的第一次起草

关于《临时约法》的起草过程和起止日期，既往学者其说不一。顾敦鍒称：“《临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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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北京大磬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参议院议事录（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图书馆藏。本文所引《议事录》，均出自该书，不

再一一说明。



法》由宋教仁等起草，经起草二次，会议亘三十二日，自二月初七日开始，至三月初八日，

全案告终，即日宣布。”〔２〕钱端升则笼统地说，“该（参议）院正式成立后，即进行制定临时

约法，以为组织大纲的代替”，〔３〕似乎制订临时约法是１９１２年１月２８日参议院正式成

立以后才开始考虑的。张国福和邱远猷则主张将《临时约法》的起草时间提前到１月５

日。〔４〕《临时约法》第一次起草阶段共出现三个草案，分别是１月２５日起草员向代理参

议院提交的《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１月３０日孙文咨送参议院的《中华民国临时组

织法草案》和２月７日“编辑委员会”向参议院提交的临时约法草案。那么《临时约法》的

两次起草究竟始自何时，经过如何，终于何日，为什么第一次起草有三个草案呢？本文剖

析史料，给出自己的答案。

１９１２年１月５日，鄂、赣、闽、滇、粤、桂六省代表提出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案和湘、赣、

浙、滇、秦五省代表提出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应加入人民权利义务一章案。对于这两个提案，代

表们“公决先付审查，审查后即由审查员拟具修正案”，举定景耀月、张一鹏、吕志伊、王有兰、马

君武为审查员，是为《组织大纲》的第四次修正。１月２５日，起草员向临时参议院提出《大中华

民国临时约法草案》。可见，《临时约法》的起草肇始于各省都督府代表会对《组织大纲》的第四

次修正。值得指出的是，这个草案虽未将内阁单设一章，也未设内阁总理，但其中的第二十五

条至第二十八条与临时约法的最终通过稿相比，对于国务员的地位和职权有更加明确的规

定。〔５〕这既反映出当时的政治精英们在共和政体设计方面的诸多考虑，也是以孙文与宋教仁

为代表的总统制与内阁制之争的延续，是当时局势下同盟会内部对内对外政策矛盾斗争的体

现。

１月３０日，孙文咨请参议院审议由法制局草拟的《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案》（下称“组

织法案”）。〔６〕２月１日，参议院以此项法案之制定属于立法权，“今遽由法制局纂拟未免

逾越权限”，将该草案退还。〔７〕与１月２５日起草员提交的《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相

比，孙文提交的组织法案最大的不同有两点：一是将“内阁”单设一章，置于临时大总统之

后、参议院之前，并有内阁总理之设；一是含有“典试院、察吏院、审计院、平政院”等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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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敦鍒：《中国议会史》，木渎心正堂１９３１年版，页１１４。

钱端升：《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页２７９。

张国福：“关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起草日期和主稿人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１９８４年第１期；“关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定的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１９９１年第３期。邱
远猷、张希坡：《中华民国开国法制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页３５５。

《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申报》１９１２年２月１日、２日。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全文，《民立报》１９１２年１月２７日。引人注目的是，该文中遗漏

了第五章的章名“第五章 参议院”。１９１２年１月２９日法制院在《民立报》刊登启事将该法案更名为《中
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但对于这一明显的错误未加说明。

《议事录》１月３０、３１日条；“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案”，张国福选编：《参议院议事录 参议院议
决案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五权宪法”的内容。２月６日，参议员刘彦提议“临时约法案关系甚重，应先交审议会审

议，俟讨究大刚后再付特别审查会审查”，该议案获得通过。从刘彦的提案可以看出参议

院对孙文咨送的组织法案的否定态度。一些学者认为该组织法案是由宋教仁“呈拟”、由

孙文咨行参议院“参叙”。〔８〕事实上，除了孙文咨文中提到外，该草案是否由宋教仁主持

制定，并没有其他史料支持。〔９〕宋教仁也从没有过赞同孙文“五权宪法”的言论。薛恒认

为《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是宋教仁等同盟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和“暗度陈仓”之举，

而孙中山咨送组织法案或许是一场为了杜绝今后袁世凯干预参议院立法的“苦肉

计”。〔１０〕这种推理颇富创意和戏剧性，但没有史料支持，尚待进一步研究。２月１日，日本

驻南京领事铃木荣作致函日外相内田康哉，称革命党推袁出任大总统，并非想把一切政

务交袁一手处理，袁将“仍是临时大总统”，只是要他当作一傀儡，临时予以推戴；将由“孙

文任内阁总理”，“黄兴仍任陆军部总长，掌握真权”；并“置参议院于革命党掌握之

中”。〔１１〕该函可谓透露出此时孙文希望“改总统制为内阁制”的基本意图。

２月７日，“编辑委员会”提出临时约法草案，是为《临时约法》的第三个草案。这个草案非

常蹊跷，没有文本传世，《议事录》中也没有所谓“编辑委员会”的成立记载和成员名单，学者多

有猜测。对此笔者提出自己的分析如下：

第一，《议事录》对于编辑委员会成员未加记载，因为它不是合法的提案机构。查参

议院并没有编辑委员会的编制，也没有成立编辑委员会的记录。张亦工认为编辑委员会

即１月２５日委任的“林森等九人审查委员会”，〔１２〕似无依据。据薛恒考证，查南、北参议

院的全部记录，议案的提出者用“编辑”这一名称只用在临时约法的提出者身上一次。〔１３〕

这是很不正常的。笔者认为所谓“编辑委员会”是由某些企图重新提交孙文咨送过的草

案的议员组成，而他们的行为未获参议院的认可，故《议事录》用曲笔交代，自然也就没有

文本传世。孙文后来回忆：“在南京所订民国约法，内中只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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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福，见前注〔４〕；邹小站：“关于南京临时政府与《临时约法》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

１９９７年第３期。

据居正回忆，“……迨孙公辞职，袁氏继任，中央政府须得改组，约法问题因之而起。孙公命胡
汉民先生召集同志参议员及我等讨论大体，……至中央则宜改总统制为内阁制。……拟先由法制院起
草，宋先生力辞曰：‘今日原则上多有提出，参议员有许多在座，最好由参议院自行提出，组织起草委员
会，作成草案，提出大会审议，依法议决，但总希望袁氏未就职以前公布之’。”这说明宋教仁没有参与
《临时约法》的起草工作。参见陈三井、居蜜合编：《居正先生全集》上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１９９８年版，页１９４；参见吴相湘：《宋教仁传———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版，页１２２。

薛恒：《民国议会制度研究（１９１１－１９２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页２５０。

１９１２年２月１日铃木驻南京领事致内田外务大臣函，《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
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页３４３－３４５。

张亦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起草人辨正”，《历史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３期。

薛恒，见前注〔１０〕，页２４６。



体’一条是兄弟所主张的，其余都不是兄弟的意思。”〔１４〕这也说明孙文承认他所主张的

“五权宪法”和“内阁制”未为参议院所采纳。

第二，邹小站认为２月７日“编辑委员会”向参议院提出的“约法草案”基本就是景耀月等

人提供的草案，参议院是以这一草案为基础重新组织审议、二读、三读的。〔１５〕笔者认为该说不

能成立。理由如下：

第一，参议院既已接受起草员提交的正式草案，不可能也没必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再委派一

个机构提交一个相似的提案。据《议事录》记载，２月７日，当“编辑委员会提出临时约法草案”

后，谷锺秀提议该案“先交付审议会审议”。下午续议，讨论未终，定初八日上午续开审议会。２

月８日上午续开审议会，审议长李肇甫宣布续议临时约法草案请继续讨论，讨论未终散会。７、

８两日均讨论编辑委员会提出的草案而“未终”，可见参议员们对该草案分歧很大。据《申报》

报道，“昨日午后会议宪法，有少数议员主张不设内阁，致未议决”，〔１６〕这似乎说明“编辑委员

会”提交的草案中有内阁的内容。景耀月等人的草案中没有内阁的说法，而恰恰孙文咨送的组

织法草案中有内阁和总理之设，说明编辑委员会的“草案”与孙文咨送的“草案”之间存在某种

联系。据时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律顾问、直接参加了约法制定工作的日本法学博士副岛义一回

忆，在政体问题上．他主张于大总统下设内阁总理大臣，但未获参议院赞同。〔１７〕他参与制订的

也许正是孙文咨送的草案和编辑委员会递交的草案。

第二，“编辑委员会”如果是合法的提案机构，《议事录》对其成立和组成人员应当有

所记载。

第三，２月９日下午参议院通过“增设责任内阁”的议案，说明自２月９日起参议院讨论的

仍是《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正因为该草案中没有内阁之设，参议院才有“增设责任内

阁”之议。

第四，编辑委员会提交的临时约法草案没有被采用。２月１３日下午，仅有十五名参议员

出席，却就临时约法草案议决七项，其中第一项为“议决凡案内冠于中华国上之大字均删去”，

第六项为“议决增第五章，改称‘国务员’为‘内阁’”。这说明本日讨论的草案仍是景耀月等人

的《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而不是编辑委员会提交的草案，因为前者才有“中华国上之大

字”，且没有内阁一章。张国福认为编辑委员会提出的草案是临时约法讨论的基础，〔１８〕该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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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版，页４９７。

邹小站，见前注〔８〕。谷丽娟、袁香甫：《中华民国国会史》，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版，页２１６中说代理参
议院“议决由上述５名参议员组成编辑委员会，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１月２５日，“编辑委员会将
拟定的草案提交代理参议院审议”。查《组织临时政府各省代表会纪事》中无”编辑委员会“的记载。

“专电”，《申报》１９１２年２月９日。
（日）副岛义一：“我参加中国革命的抱负与经历”，见《早稻田大学演讲集》１９１１年５月改卷纪念号，

页４６－５２。转引自《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页２９２－２９３。

张国福，见前注〔４〕。



概出自王世杰、钱端升所著《比较宪法》，〔１９〕但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此说难以成立。

此次参议院对约法草案作出重大修改者三：一为从顺序上将原第四章“参议院”提到“临时

大总统副总统”一章之前。这是临时约法立法思想与之前的《组织大纲》及各种草案相比最大

的变化，从立法结构上确立了立法至上的原则。这说明在临时约法立法过程中，除总统与国务

员的关系之外，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之间的关系亦是参议员们考量的重点。二为增设一章，并

将“国务员”改为“内阁”。此项修改中将“国务员”单列一章得以确认，但改“国务员”为“内阁”

最终未被采纳。三为“议决内阁总理由参议院推举三人，总统得于三人中委任之”。此条旨在

由参议院确定总理人选，是强化参议院权力、实行内阁制的重要体现，但２月１７日即被参议院

自身否决。

本日议定七项内容后，主席林森即报告“审议临时约法草案已告结局”，但看来这次只有

１５位参议员出席的突击审议结果并未得到多数参议员的认可，因此，１５日重新“审议大中华民

国临时约法案”，并引起临时约法的第二次起草。

二、临时约法的第二次起草和草案的定稿

２月１６日上午第一项议程即为审议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案报告，但由于其他议案上午未

议。下午续议，出席议员仅１４人，公议请将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案报告先付特别审查会审查，

多数赞同。主席遂指定特别审查员邓家彦、谷锺秀等九人。二时半，以到会议员未及半数，主

席宣告散会。〔２０〕临时约法的第二次起草即是２月１６日邓家彦等特别审查会依据２月１３日审

议会的决定对第一次的草案修改而成的。值得特别注意的是，１３日下午出席议员仅１５人，却

通过了对临时约法草案作出重大修改的重要议案，已经十分勉强；１６日下午出席议员仅１４

人，为《临时约法》审议以来出席人数最少的一天，以到会议员未及半数而散会，显示出多数议

员对临时约法审议过程中的某些不寻常做法的消极抵制态度。〔２１〕既然未能开会，则议长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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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会方可开议。”第十六条：“凡表决以多数为准。其可否同数时议长得以己意决之。”第五十五条：“会期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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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法定议员人数为４２人，到会议员人数须达到２１人或以上时，会议做出的决定才是有效的。《参议院议事
细则》第二十九条：“审议会非有议员三分之一以上到会不得开议。”但根据《参议院议事细则》第三十五至三十
七条之规定，审议会无权作出任何决定。可见，２月１３日和１６日两个下午所做出的决定是不符合《参议院议
事细则》的。



特别审查会也是不合程序的。从后面的审查和读会修改条文的情况看，林森指定的这个特别

审查会删改完成的草案就是临时约法第二次起草的结果，也就是后来读会讨论所依据的版本。

程序上的不合法给临时约法的制订蒙上了阴影，反映出某些人欲“改总统制为内阁制”的勉强，

也给中国宪政开了恶例。作为此次特别审查员的谷锺秀，在其所著《中华民国开国史》中没有

透露特别审查的过程。另一位特别审查员邓家彦当时任职孙文秘书，他到台湾后所作口述历

史的访谈中，对于他亲身参与的临时约法起草工作也避而不谈，只以一句“民国元年国父让大

总统于袁世凯后，余即辞参议员之职，在沪发刊中华民报，专事反袁”草草带过。〔２２〕他们是否有

不足为外人道的隐衷呢？

特别审查会以第一次起草员起草的《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为蓝本，结合孙文咨送的

草案和２月１３日议决的内容进行了删改，增加了“内阁”一章，设置了内阁总理，但孙文“五权

宪法”的内容最终没有被采纳。至此，经过一番波折，临时约法终于完成起草，“增设责任内阁”

进入了临时约法的草案之中。自２月１７日起，临时约法进入读会程序。

三、《临时约法》的读会和最终通过

从《临时约法》读会的过程看，多数议员对第二次起草的草案和当前参议院议事的现状颇

不满意，并不认同“改总统制为内阁制”，使得临时约法的读会一波三折，并不顺利。直到最后

一刻，经过重大妥协和修改，《临时约法》方才通过。具体有如下几方面的表现：

（一）参议员自行限制参议院的职权

第一，２月１７日，第一项议事日程即为审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案报告。谷锺秀请先将审

议报告大纲关于内阁总理由参议院推举三人一节宣付表决，主席用举手表决法少数否决后，才

开始逐条讨论。〔２３〕内阁总理人选由参议院推举是２月１３日议案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内阁

制的重要标志，参议院首先否决了该方案之后方才开始一读会，是耐人寻味的。

第二，２月２０日，“主席请自第三章第十六条起逐条讨论公决。讨论未终即散会。”〔２４〕第

三章为“参议院”，第十六条应为“中华民国之立法权，由参议院行之”。立法权属于参议院本是

天经地义，但看来这一条费时良久，进行得并不顺利。２月２１日，续议审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案。上午讨论第十六、十七、十八三条，下午二时至五时讨论第十九条“参议院之职权”，历时三

小时而未终。〔２５〕这些都说明，《临时约法》制订过程中的争论不仅涉及行政系统的架构，也涉及

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

第三，２月２３日第五项议程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案续开第二读会。议决第四章第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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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删改为“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由参议院选举之，以总员四分三以上之出席得票满投票总数三分

二以上者为当选”，确立了总统由议会选举产生。从程序方面看，《组织大纲》和《大中华民国临

时约法草案》中均规定“得票满投票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者为当选”，此次则明确了参议院讨论重

大事项时，出席人数当在总员四分之三以上，同意票数占投票总数三分之二以上方为有效，强

调参议院议事不应由少数人操纵。这一删改是对２月１３日、１６日极少数人突击决定重大事

项的抗议，也是３月８日有人提出“出席人数未及四分之三应否开议”之渊源。

第四，３月５日，临时约法案续开第二读会。张耀曾提议第三章末条后应增一条，其条文

为“参议院于国会成立之日解散，其职权由国会行之”，主席用起立表决法以二十四人起立，多

数可决。汤漪提议宪法须由参议院制定之，主席用起立表决法二人起立，少数否决。下午续议

至第五十五条，主席宣告第二读会终了，照议事细则规定即付法律审查会修改其条款字句。〔２６〕

可以说，参议院以否定自身的立宪权结束了临时约法的第二读会。

（二）有人急于制定内阁制的临时约法，但这种做法遭到多数参议员的抵制

２月１４日孙文向参议院提出辞职及三项办法，其中第一条即为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

议员们一方面“承认总统辞职”，另一方面以二十票对八票通过了李肇甫提出的“临时政府地点

须在北京”的提案。〔２７〕２月１５日，议长林森宣布第一审议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案报告，赵士北

却提议先选出临时大总统候选人，“投票事竣随将投票柜封就”后才由林森宣布总统覆议临时

政府地点，“参议院覆议时，争论异常激烈”，〔２８〕最终改为定都南京之后才开箱验票，满场一致

选定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由此可见，此时参议院议事中充满博弈，并非“以同盟会员占多数

的参议员一心要限制袁世凯”。当日原定的六项议程均未开议。参议院当即电袁世凯云：“公

得全场一致，足见南方人民信任我公之深……愿公为世界第二之华盛顿，为东方第一之华盛

顿，保人民之幸福，巩国家之宏基。南北统一，为公是赖。”〔２９〕人心思定，可见一斑。２月１７日

为星期六，也是辛亥年的最后一天大年三十，原应休会，该日开始约法的一读会，当属参议院议

事细则中规定的“遇有紧急事件特别开会”，但此后近半月进展缓慢。２月２７日第五项议程为

临时约法案续开第二读会。汤漪提议审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案报告续议多日尚未终结，应请

自本日起逐日继续开议，主席宣告即自本日起逐日开议。但２月２８、２９两日均因到会议员人

数不足，无法开议。２月２９日夜北京发生兵变。３月１日，本日唯一议程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案续开第二读会，但因讨论议程之外的议题，实际未议。

根据《参议院议事细则》，参议院议长在拟定每日议程、议题是否属于紧急事件可否提前开

议、对于重要问题提议开审议会审议、临时提出动议、委任特别审查员、宣告讨论终局等方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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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主导权，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参议院议事的进程。细读《议事录》可以发现，在清廷退

位、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已成定局后，林森倾向于尽快制定更多地制约临时大总统权力的约

法，而多数参议员以缺席等方式进行了抵制。

（三）约法草案中有关内阁权力的内容几被全部删去，有关临时大总统和国务员职权的重

要条款是在最后一刻才删改完成，“改总统制为内阁制”最终未能如愿

３月２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案续开第二读会，议决第三十六条至第四十三条，其中删去

原第四十条，内容应为“国务员得提出法律案于参议院”。谷锺秀提议原文第四十二条后应增

一条，其条文为“临时大总统受参议院之弹劾后，由各地方议会各选一人组织特别法庭审判

之”，主席用举手表决法多数可决。〔３０〕

提出法律案于参议院，本是内阁制下国务员的重要职权，今日删去。这项删改明确

地显示了参议员们对内阁制的否定态度。《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第二十六条：“国

务员得提出法律案于参议院”；第二十八条：“国务员于政府一切政务，任连带之责，于本

部事务各自任其责，临时大总统非认为有大逆罪不任其责”。《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

案》第三十四条：“内阁员执行法律，处理政务，发布命令，负担责任”；第三十五条：“内阁

员得提出法律案于参议院，并得出席发言。”应当说，两个草案均包含了较为完整的内阁

制内容，即内阁员执行政务、承担行政责任，并对议会负责，而最终这些实质性的内容被

全部删去。《临时约法》中有关国务员与参议院的联系，仅仅保留了“国务员及其委员，得

于参议院出席及发言”一项。

关于参议院对于大总统的弹劾权，自《组织大纲》到《临时约法》的各个草案均没有规

定。无论是美国宪法还是法国宪法，对于被弹劾的大总统，审判权均明确地归于参议院。

而《临时约法》中关于临时大总统的弹劾审判制度与美法均不相同。谷锺秀提出的弹劾

条款，使得临时大总统受参议院弹劾时不受参议院的审判。３月８日弹劾条款最终改为

“由最高法院全院审判官互选九人组织特别法庭审判之”，将受弹劾的临时大总统的审判

权归于最高法院的法官。根据《临时约法》第四十八条：“法院以临时大总统及司法总长

分别任命之法官组织之”，这样临时大总统可以运用他对于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权在一

定程度上对他被弹劾后的审判施加影响。王世杰、钱端升认为，“就当时制定《约法》者的

本意而言，《约法》所采为责任内阁制，殆不容否认”，之所以“论者间亦有认《临时约法》为

采用总统制者”，是因为“制定约法之人对于责任内阁制缺乏充分的认识”，“遂使制定《约

法》者的本意，不甚明了 ”。〔３１〕但考诸《临时约法》的审议修改过程，可以看出参议员们对

每一条文的涵义孰轻孰重非常清楚，增删修改都是有针对性的。

３月８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案开第三读会。上午讨论未终，主席宣布下午开临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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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下午开会，议长林森报告出席人数未及四分之三应否开议，公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与本院议事细则均无规定明文，应请开议。主席用起立表决法以二十一人起立多数可决

应行开议。议决原第三十条之后第三十一条之前增一条，其条文为“第三十一条：临时大

总统为执行法律或基于法律之委任，得发布命令，并得使发布之”。原第四十条后半改为

“由最高法院全院审判官互选九人组织特别法庭审判之”，余仍原文。主席用起立表决法

以全体起立可决第四章全文。第五章议决原第四十三条删改为：“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

统负其责任”；原第四十四条后半删改为“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主席用起立表决法以

二十人起立，多数可决第五章全文；议决第六章、第七章。主席宣告第三读会终了，用起

立表决法以全体起立可决全案。〔３２〕

新增加的第三十一条“临时大总统为执行法律或基于法律之委任，得发布命令，并得

使发布之”，将所谓国务员的“副署权”弱化于无形。与过去的草案相比，总统的权力明显

加强了。而对于国务员，《临时约法》最终仅规定“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以

及“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使得国务员的地

位和职权大大地模糊化了。凭借这两项修改，总统已可一举突破所谓“国务员副署权”的

藩篱。缺少“国务员执行政务，负担责任”和“国务员对议会负责”这两条，“内阁制”就失

去了灵魂；仅凭设置国务总理和国务员副署制度两条是不能构成内阁制的。应当说，日

后唐绍仪在副署权上的纠缠并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采用总统制的国家也有规定元首

命令须经国务员副署始生效力的，但由于国务员的进退以元首的意志为转移，故这种总

统制下的副署制度没有实际意义。〔３３〕

值得注意的是，《参议院议事细则》第二十六条：“第三读会议决全案之可否，但除更

正文字或发见其中前后矛盾及与他种法律相抵触外，不得提议修改。”本日于第三读会中

对约法条文做重大修改的做法违反了《参议院议事细则》中规定的立法程序。３月８日下

午所做的三项修改表明，《临时约法》的制订在最后一刻由于各方的妥协，以扩大临时大

总统的权力、削弱参议院对临时大总统的监督权，以及限制国务员的行政权力而告完成。

四、简短的结语

《临时约法》的立法肇始于１月５日《组织大纲》的第四次修正。自１月２５日审查员

提出《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至３月８日全院通过共计４４天，其中星期休会８天，议

题实际论及临时约法案的共计１７天，其中不足半日的１０天，不足一日的６天，全天的只

有３月８日。第一次起草中出现了起草员起草的《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孙文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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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杰、钱端升，见前注〔１９〕，页２８５。



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和由“编辑委员会”提交的临时约法草案。围绕着草

案，参议院于２月９日和１３日作出重要议案。最终由林森指定的九位特别审查员于２月

１６日在《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基础上进行第二次起草，加入“增设责任内阁”的内

容，完成了草案的定稿。一读会３天，涉及条文第１－１９条；二读会５天，涉及条文第１９

－５５条；三读会１天，修改四条，议决全文。《临时约法》审议到读会过程中，到会议员最

多时３１人，最少时１４人。从《参议院议事录》的记载看，审议过程中对于草案做出最大

改动的是２月９日、１３日、１６日和３月８日，且临时大总统的命令发布权、被弹劾总统审

判权和国务员副署权等至关重要的条文是在３月８日下午法案通过前的最后一刻才匆匆

删改完成的。不能不说，《临时约法》的制定是相当匆促的。

《临时约法》最大的历史贡献在于确立了主权在民的基本原则，以共和制取代了千年

帝制，在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关头维护了各民族的团结和国家领土的完整统一。《临时

约法》从结构上将参议院置于临时大总统副总统之前，是与《组织大纲》和诸草案最大的

区别，与美国宪法国会居于总统之前一致，确立了参议院的立法权。这一改变意义重大，

影响深远。在参议院的职权和对于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任命国务员、外交公使以及宣

战、媾和、签订条约等的同意权方面，基本没有超出美国宪法中参议院的职权范围。约法

更多地规定了总统所行使的行政权，而对于总理却没有规定任何权力。国务员由总统任

命，居于辅佐总统的地位，似乎应对总统而不是议会负责；参议院对总统有弹劾权，总统

却没有解散议会之权。这样就使得立法与行政之间、总统与总理之间形成了一种“责权

不明的双重行政体制”。〔３４〕其结果是，使中国在建立共和的最初那些年里总统与议会僵

持对立，行政与立法机关之间冲突不断，宪法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最终导致持续的混

乱和内战的局面。应当说，《临时约法》确立的是一种不成功的议会总统制政体。以往论

及《临时约法》往往只着眼于同盟会与袁世凯之间的矛盾，而忽视了早在南京临时政府成

立之初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之间就已经存在着权力的争夺和斗争。我们回看当年的历

史时不能否认，相对于“改总统制为内阁制”，“非袁不可”更是当时社会各界绝大多数人

的共识，袁世凯全票当选临时大总统就是明证。谷锺秀、张耀曾、吴景濂这三位当年参与

《临时约法》审议的参议员，都曾经否认制订《临时约法》是为了限制袁世凯。〔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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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明钤：“中国民治主义”，《鲍明钤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页７５－８３。

谷锺秀认为《临时约法》采内阁制，其原因是“建为统一国家如法兰西之集权政府，故采法之
内阁制。”吴景濂称：“议约法时，关于取美国制度，抑取法国制度，当时争论甚多，有速记录可证。并非
为袁氏要做临时大总统，故定此约法，以为牵制。”见吴景濂著《组织南京临时政府的亲身经历》，载全国
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亲历辛亥革命：见证者的讲述》，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页１１１０－
１１１４。张耀曾则说：“有人说这是专为对付袁世凯，但我辈相信革命的正当进程当然如此，决不是专为
一人。”见张耀曾：《民国制宪史概观》，载杨琥编《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版，页７５。



在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制订《临时约法》之战总算落幕。与法国１８７５年宪法

相似，《临时约法》只是在匆忙中建立起一个模糊不清的勉强可称之为议会总统制的东

西：它不是完整而合于理论的，但“却是那时政治状况的结晶”。〔３６〕它以法律形式确认在

中国结束千年帝制，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它客观地反映出当时国内各种政治势力

的真实情况，反映出时人对同盟会革命历史的尊重和“非袁不可”的共识。但在《临时约

法》制订过程中出现的以行政干预立法、以武力威胁议员、不尊重立法程序、搞突然袭击、

议员以缺席怠工阻挠立法等不良的先例，在后来的国会中不断重演，使得中国的民主立

宪长期在崎岖的道路上蹒跚而行。英国法学家白芝浩指出，“每部宪法都有两个必须达

成的目标：先获得权威，然后运用权威”。〔３７〕应当说，这两个目标《临时约法》都未能完满

地达成。事实上，对于如何设计制定中国的立宪政体，早在１９１２年１月初章太炎就指

出：“因地制宜，不尚虚美，非欲尽效法兰西、美利坚之治也。……民主立宪起于法，昌于

美。中国当继起为第三种，宁可一意刻画，施不可行之术于域中耶？”“若横取他国已行之

法，强施此土，斯非大愚不灵者弗为”。〔３８〕

王宠惠指出，宪法者，不祥之物也。非因一人而定，乃因一国而定也；非因一时而定，

乃因永久而定也。〔３９〕诚哉斯言！时隔百年，我们当以更加客观和清醒的态度，考察当年

政治精英在历史的漩涡中为创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所付出的努力，对《临时约法》作出正

确的文本解读，对其所确立的政体形式和民初政治形势作出更清晰的判断。

（责任编辑：徐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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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端升：《法国的政府》，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页１４－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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